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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商关系新视点

中央财政策略与地方政商关系

叶　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再次塑造现代国家机构、集中中央财力
的过程。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的财政策略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现有从历史制度和国家出发的解释都不能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要探讨中央财政
策略的变迁，必须要考察中央政府所面对的利益集团力量。在中国，利益集团并非仅仅
是社会力量的集合，更是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集合。根据地方商业力量和地
方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和性质，可以将其归纳成三类，即层级型政商关系、统合型政
商关系和自由型政商关系。正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商关系塑造了不同时期中央政
府财政策略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商关系；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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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建设下的财政策略

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已经成为各国组织政治的主要模式。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
方面发展表现得好坏直接决定了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同时也决定了其政权统治合法性基
础。而这些都和国家建设（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密切相关。国家建设指的是增加政府的管理、财政和制
度能力，从而和社会建设性地互动以有效地实现公共目标。①其中，财政能力的建设尤为重要。在
列维（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Ｌｅｖｉ）看来，国家收入的产生过程就是国家的演化史。②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征
收财政收入，那么国家在提供安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或者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作用就极为有限。③

所以说，“一个国家征收和使用财政资源的能力能比其他单个因素更多地展现一个国家既有的
能力。”④

毫无疑问，２０世纪以来，国家对财政资源的集中比以往时期更为明显。一方面，由于
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所以国家对财政收入集中的需求更加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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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⑤另一方面，当战争结束后，国家尝试调节失业和通货膨胀水平以及弱化商业周期的影响，为承
受市场风险的民众提供社会福利。⑥ 所以二战后国家的急剧膨胀成为２０世纪非常显著的现象。
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至２０世纪末世界各国中央或联邦政府征收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占
全国财政征收的平均比例是８１％。⑦

对于中国而言，中央政府集中一定的财政资源对其国家建设过程也十分重要。一方面，中国
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要迅速工业化，必须要有强组织力的推动，而
财力是强组织力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很多经济问题、社会矛盾和
利益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政府来解决，其中财力的支持必不可少。事
实上，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就重新恢复了屡次被政治动荡所中断的国家建设进程，包括：国
务院在内的各级领导机构得以恢复、重建和改革；政府官僚开始摆脱政治身份的唯一标准而逐渐
强调其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各种法律、规章制度开始重新树立，人们的行为和关系逐渐受到这些规
定的调节。在财政收入方面，从８０年代早期开始中央政府就多次调整了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
关系⑧（参见表１）。虽然不同财政安排名字是不同的，但不同财政安排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在
１９８２年“固定比例的收入包干”制度和１９８５年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下，省份之间具
体的财政安排是不一样的，但多数省都共享了一个基本特征，即中央在自有收入之外⑨，这些省份
再将自己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上缴给中央政府。瑏瑠 １９８８年开始实行的地方包干制度是一种总额
上缴方式，即各省将由中央政府规定的固定总额上缴给中央政府。瑏瑡 这种安排是广东福建模式在
全国层面的扩展，是对地方政府最为有利的财政分配方法。１９９４年之后的分税制财政收入方面最
为基本的特征是中央和地方各自征收财政收入。

表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财政制度安排

年份 财政安排 特　　征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固定比例的收入包干制度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多数省份采取了比例上缴制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地方包干 多数省份采取了总额上缴制

１９９４ 分税制

２００２ 所得税的重新分配
中央和省份分别征收

５３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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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省级政府，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

中央政府自己的收入来源，包括中央企业的所得收入、关税和由铁道部征收的工商税等。

当然，各省上缴的比例和固定的年限是不同的。另外，关于利改税的问题，在一些学者们看来，利改税推出之后不久
就失败了，并没有很好地执行，划分税种也没有被执行，而是使用了总额的比例分成的财政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
式中最为典型的是江苏模式。请参见：戴园晨，徐亚平，１９９２，《财政体制改革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变化》，载于《经济
学家》，０４期，５－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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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中心问题是：在缔造现代国家、再次集中财力的过程中，为什么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
了不同的财政策略？从总体的层面来说，为什么中央政府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主要采取了一种由省级
政府代收并上缴财政收入的方式，而９０年代初转向了主要由自己征收财政收入（ｓｅｌ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的方
式？从具体的层面上说，为什么８０年代主要的财政安排从比例上缴制走向了总额上缴制？为什么
９０年代分税制将所得税留给了地方政府，而在２００２年中央政府开始共享这部分税收？在这些纷繁
复杂背后的财政安排之后，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变量？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首次提出，已经有很多学者分别就其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解

释。归纳起来，可以将这些具体的解释总结为两种，一种是从历史制度出发的解释；另一种是从国
家这个行为体出发的解释。本文认为，这些解释虽然在特定时间的财政政策上给出了一定的见
解，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能解释中国国家建设过程中财政策略跨时间变化呈现出不同特征的普遍
理论。本文解释是地方层面的政商关系决定了中国中央政府财政策略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层
级型政商关系使得比例上缴制盛行，而统合型政商关系有利于总额上缴制的推广，而自由型政商
关系使得分税制以及进一步的税收改革成为可能。

二、财政策略背后的政治

（一）财政政策、历史制度与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后实行的财政政策并不是推翻重来、没有任何历史根源的政策，相反，这些

政策深深地建立在７０年代财政政策的基础之上。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由于制
度存在着回馈效应（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一方面，一旦有了先前的制度，那么行为者会倾向于去按
照甚至加强这个体系的逻辑去采取行为策略；另一方面，制度有着分配效应，也就是说制度并
非是中性的，相反，制度会带来一定的权力分配，从而使得制度得以强化和再生。瑏瑢 因此在历
史制度主义者眼中，制度一般是延续的，除非被关键时刻打破。瑏瑣 中国的财政策略，尤其是８０
年代具体的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历史解释。比如奥森伯格（Ｍｉｃｈｅｌ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和唐
（Ｊａｍｅｓ　Ｔｏｎｇ）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转折点，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省份通过更大的预算
权力、更长的财政合约年份以及对预算盈余的负责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而８０年代以
后的财政安排正是延续了这种财政安排，８０年代的分灶吃饭实际上在“文革”时期就被使
用。瑏瑤 历史制度主义虽然比较好地解释了８０年代初中央财政政策的来源，却并没有解释其中
的变化，首先是跨时的变化，即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的财政策略有了明显的转变，其次，也没有
解释跨省之间的区别，比如广东和福建在１９８８年之前一直享受着固定数值的总额上缴财政
安排，而其他省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而是在不同时间段分别执行了：年度协商比例的总额上
缴、固定比例的总额上缴以及划分中央、地方和共享收入的财政体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以
历史制度作为解释变量的学者并不是很多，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落在国家（指中央政府）这个行
为者身上。
关注国家的一些学者首先关注的是中央政府的财政需求，也就是说，一旦中央政府感到财政

紧缺，那么就会去修改财政政策。无论是８０年代的财政分包，还是９０年代的分税制都是中央政府

６３

瑏瑢

瑏瑣

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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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自己财政需求推行的政策策略。瑏瑥 这个观点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有学者指出，财政年鉴
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财政征收数额的大小，却不代表着实际财力。无论是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
府掌握的实际财力，还是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８０年代上半期都是持续上升
的。瑏瑦 这个观点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它虽然解释了变化，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是特定的变化，也就
是没有说明变化的方向。中国有着一套党管干部的人事体制，能够使得中央较好地控制地方政
府。如果是中央政府财力下降导致其试图改革，那么它只需提高地方政府上缴比例或者总额就可
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无须像分税制改革那样大费周章地设立自己的征收部门。也就是说，中央政
府的财政需求并不能解释财政政策的特定变化。其他的一些学者则是从国家能力出发。在他们
看来，中国财政政策的变化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当中央政府设立了比较好的财政征收行政机
关，不断地靠近韦伯式官僚机构时，那么它就更有能力去征收财政收入。相反，中央政府越是没有
能力，它就越倾向使用总额分成（ｌｕｍｐ－ｓｕｍ）的财政征收方式。瑏瑧 然而这个解释也有自己的问题。
因为中央政府的能力是多维度的，即使中央政府缺少自己的征收机关，它依然可以通过人事任
免、货币政策等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其次，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是征收部门和财政政策同时变动，
而不是征收部门建立在先，从而导致了财政政策的变化，因此两者受到其他变量的共同影响。
最后，关注国家的学者把国家这个黑箱打开，认为其中精英的选择和决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 。在“文革”结束之后，执掌国家权力的中央领导人为了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需要向地方利
益做出妥协，同时通过财政制度安排的协商来培育支持者。这既解释了８０年代财政分包政策
的产生，也解释了各地具体财政安排不一致的原因。瑏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政策能够产生一
定的效果，并不能认为这个效果就是这个政策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领导人或许能够利用财
政分包制度来培养支持者，但是这只是财政分包政策的一个政策效果，却未必是其产生的根源。
不然，这就很难解释９０年代中央政府主动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了。更何况，在一个权力比较集中
的政治体系中，中央领导人要获得地方领导人支持的政策工具非常地多，财政工具并不是其中
最为重要的工具。

（二）财政政策与地方政商关系
在中国政治权力集中的情境下，中央政府为了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

地方政府征收，并不断地与地方政府协商并更改两者之间的财政契约；另一种是中央政府直接面
对社会进行征收。这两种方式都能满足中央政府的财政需求，但是中央政府为此要付出的成本却
是不一样的。正如列维说的那样，统治者面临着限制，其中一种限制就是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
成本指的是由于利益分配和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成本，即缔约和监督的成本。瑏瑩 社会力量的大小
是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之一。研究非洲的学者则发现，农村社会和农村贵族的政治能力和利益是

７３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戴园晨，徐亚平，１９９２，《财政体制改革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变化》，载于《经济学家》，０４期，５－１４页。而王绍光和胡
鞍钢认为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下降将带来严重后果，请参见：《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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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从而决定了国家在治理乡村时采取了不同的模式。瑐瑠 白苏珊在比较浙江和上海乡镇税收
体制变迁时，提出地方政府的税收策略和不同的产权结构密切相关。比如浙江强大的私企力量使
得地方政府征税方式对私人资本利益有所协调，而上海私企力量较小，所以上海的税收方式更为
“敌对”。瑐瑡 不过，正如王绍光指出，中央政府的交易成本不仅是针对被治理人民而言的，也相对于
地方政府而言。地方政府也会变成与中央统治者相竞争的权力中心。瑐瑢 比较而言，中央政府更代
表国家，而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会更加偏向于地方利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
利益的冲突和争夺。地方政府的不同能力以及地方利益的大小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面貌。比
如研究欧洲国家缔造过程的学者发现，地方政府的建制能力（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强弱会直接
决定这个国家是采纳联邦制度还是单一制。瑐瑣

因此，在考虑中央财政策略变迁的过程中，也必须考察地方势力在中央领导人做财政决策时
的影响。影响政策的未必仅仅是来自社会本身的利益集团，也有可能是部分国家机构和社会之间
的利益合谋。当把国家作为多层级的政府来观测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地方政商关系对中央政府
政策的塑造。对于中央决策者而言，除了不同利益联盟会构成国家政策选择的直接压力之外，利
益联盟也会使得不同政策选择有着不同的执行成本。就财政政策而言，在已有利益联盟的影响
下，如果一种税种有着很高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即交易成本），而另一种税种的交易成本相对
较低时，那么该国中央政府就会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财政策略。一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不是
这些政策内在的收益不同，而是采纳的成本不同。瑐瑤

基于此，本文提出：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不同的地方政商结合方式，决定了一国中央政
府财政政策的特征。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和方式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
时段是不一样的，这就带来了不同性质的地方政商关系，而不同性质的政商关系给中央政府征收
财政收入带来了不同的成本，所以中央政府会采取不同性质的财政策略。地方政府指的是省级以
及省级以下各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相对。按照地方政府介入商业的方式和程度，可以将政商关系
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地方政府直接创办工业，比如地方国企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集体企业，这就形
成了政府控制下的工商业发展，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控制和主导地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这里将这种
关系简称为层级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政商关系。第二种是地方政府直接庇护和保护地方产业发展，比
如给予私营企业集体的称号、给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以吸引资本发展等方式。这样
的政商关系称为统合型（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ｔ）政商关系，两者关系虽不比层级型关系直接，但也比较紧密。
第三种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关系相对疏离，企业发展更加依赖于市场，而政府的角色也局限
于提供基本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样的政商关系称为自由型（ｌｉｂｅｒａｌ）政商关系。
这三种政商关系会给中央政府征收财政收入带来不同的成本（ｃｏｓｔ）。层级型的政商关系，有

着两重效应，首先由于很多企业直接由地方政府所有和管理，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同时由于多数企业是国有或者集体的，其交易通过银行以及有着严格的财务上报和审核制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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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利润所得的信息是较为明确的，中央政府可以知道地方收入的这些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它会采取由地方政府代为征收，以总收入的比例形式上缴中央财政收入的财政策略。这样一
方面可以节省政商关系紧密带来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随着地方经济规模增大来获得自己
的收入。在统合型的政商关系之下，地方政府和商业联系依然紧密，但不同于层级型政商关系，由
于很多是私企和外企，它们可以采取现金交易、在地方政府纵容下的利润瞒报和转移等方式，所以
中央政府对地方收入规模的信息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中央政府选择由地方政府代为征收，但是以
固定总额的方式上缴，这样就避免在比例制度下由于地方瞒报收益中央财政收入带来的缩水。在
自由型政商关系之下，由于地方政府与地方工业关系的逐渐疏离，中央政府开始可以直接向社会
经济体征收税收，中央和地方分别拥有自己的税收来源。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和地方工业关系日益
疏离，地方工业偷税、漏税、瞒报等行为相应减少，所以中央政府对企业所得较之以前所获信息更
多，因此可以更多地去获得所得税。（参见表２）

表２　地方政商关系与中央财政策略之间的关系

地方政商类型 地方政商关系特征 中央财政策略

层级型 地方政商关系紧密，中央对地方收入相对清楚。 省比例上缴制

统合型 地方政商关系紧密，中央对地方收入相对不清楚。 省总额上缴制

自由型 地方政商关系相对疏离 中央和省各自征收

三、地方政商类型与中央财政政策变迁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它不仅是一个总量的扩大，更是一个结构的变迁。随着
经济政策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中国经济的运行主体变得日益多元，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也在不断改革。因此，商业力量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
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８０年代初期的层级型政商关系变成了８０年代后半期的统合型政商关
系，演化到９０年代后半期，中国地方政商关系日益呈现出自由型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性质的政
商关系影响了中央政府财政政策变革的特征。本文通过纵向的比较历史研究，来展现这两者之间
的关系。

（一）层级型政商关系与８０年代早期的财政政策
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７０年代的下放企业制度，造就了８０年代初期中

国地方政商关系的独有特征———层级型：即各层政府都有自己所拥有的企业，地方层面有着大量
的地方国有企业以及不断涌现的社队企业。在建国后，中国以强组织力推行着自己的工业化进
程，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政府聚集资源、通过组建国有企业来推进经济发展。因此，整个时期政府对
经济的介入程度是非常深的。不过，计划经济时期并不是一个完全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时代，相反，
地方政府不时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７０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从１９６９年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就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管理体制进行了下放改革的设想。

在７０年代，随着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日益变成了管理经济的主体。一方面，大量的中央企业再
次回到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下。在很短时间内，包括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２　６００多个中央直属企业、
事业和建设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还层层下放给以下各级。比如，在
机械工业部门，１９７０年４月，八机部和一机部合并，部署企业３１０个到年底下放了２７７个。瑐瑥 这种
情况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央开始收回对一些中央企业的管理权。

９３

瑐瑥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６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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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央政府虽收回了部分中央企业的管理权，但依然有大量中央企业属于地方的共同管理
之下。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培育了很多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地方性国企以及集体企业。此时，对工业

的投资主要由地方来负责，因此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小型企业。１９７０年，地（市）、县两级财政预算外
资金用于兴办各类工业的投资为１００万元，１９７２年增加到１．４８亿元，１９７５年增加到２．７９亿元。瑐瑦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６年地方小工业的增长速度很快，每年平均增加１．６４万个。瑐瑧 正是如此，各省都变成
了一个小而全的经济单位，既发展工业也发展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蜂窝模式。此时，“除了
一些中央控制的企业，大多数所谓的‘中央’收入实际上都被地方政府控制着……地方政府和企业
有着长期的财政关系。”瑐瑨在８０年代之后，地方主办的各种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社队企业
为例。国务院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１年相继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社队企
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社队企业的从业人员从２　８２７万人增加到
３　２３５万人，增加了１４．４％。瑐瑩

当中央政府在８０年代初期逐渐开始恢复国家建设、希望集中财政收入的时候瑑瑠，其面临的就
是这样一幅地方政商关系图景。由于地方政府直接拥有自己的国有企业和社队企业，也直接管理
着一些中央企业，地方经济发展十分快速，所以中央政府很快在１９８２年将全国的财政体制改变主
要以江苏模式为代表的、以地方总收入（无论其收入来源）的固定比例作为中央财政收入的模式。
虽然几经改革，这个基本的特征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８年。瑑瑡 不过，在地方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最为特殊
的是福建和广东，这是由于这两省的经济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省份。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两省的
国有企业比例较低，而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又获得了经济开放的权力，吸引华侨回国创业，所以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如提供税收优惠、土地供应等方式）出现了大量的私企和中外合资企
业。换句话说，这两省的政商关系趋向于统合型的政商关系，所以这两省一直采取的是固定总额
的上缴财政收入方式。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统合型政商关系开始不再局限于这两个省，
其他地区层级型的政商关系开始演变为统合型政商关系，中国的财政制度也随之改变。

（二）统合型政商关系与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财政改革
统合型政商关系处于自由型政商关系和层级型政商关系之间：比起自由型政商关系，企业和

国家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但比起层级型政商关系，企业和国家之间的联系要更为松散，政府
并不直接拥有企业，而是提供了各种优惠和保护措施，或者是放松了对所属企业的控制，让这些企
业更面向市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企业性质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政商关系
从层级型走向了统合型。
首先是国有企业的改革。１９８４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０４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３５７页。

赵德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６７－１９８４》，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７２页。

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Ｔｈｅ　Ｒａｚｏｒｓ　Ｅｄｇ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５（４），２０００，ｐｐ．１０３５－９１．
甘士明：《中国乡镇企业３０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５页。

当时有很多重要领导人发言和讲话，强调了要集中中央财政收入的必要性。比如邓小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的 《关于经
济工作的几点意见》（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９４－２０２页），王丙乾在１９８４年的《财政
工作的新课题》（载于《红旗》，１９８４，第７期，２－６页）都提出了集中中央财力的要求。

当然不同省份的具体安排也是不同的，比如上海、北京、天津的比例是一年一定的，每年都变化，且比例较高，而采取
江苏模式的省份则是以固定年份不变的比例上缴。到了１９８３年，除了福建和广东之外，其他省市都基本上采取了
江苏模式。请参见：Ｗｏｎｇ，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Ｗ．１９９２．“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８（２）：１９７－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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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出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相互独立的经济实体。１９８７年３月《政府工作报告》改革中心是完
善企业经营体制。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主要的改革方式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以及股
份制。瑑瑢 至１９８８年，根据对９　９３７个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调查，已有９　０２１个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
经营责任制，占企业总数的９０．８％。依据对４３　９３５个国有小型工业企业的调查，实行租赁制和其
他经营方式的企业已经达到２４　６６０个，占总数的５６．１％。到１９９１年，共有股份制企业（不包括乡
镇企业，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有３　２２０家。瑑瑣 其次是社队企业的变革。１９８４年初，中央１号文
件提出，在兴办社队企业的同时，鼓励农民个人兴办或联合兴办各类企业。１９８４年３月，《关于开
创社会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乡镇企业由社办、队办变为乡办、村
办、联产办、户办。这在实质上是认可了私营经济的出现。最后，是外资企业以间接投资的形式逐
渐扩大了在中国的范围。１９８３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利用外资工作会议，进一步放宽了吸引外资
的政策，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等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并设立了一些经济开
放区。
虽然这个时期各种性质的企业在中国出现，但是主要的形式还是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发展，政

商关系还是比较紧密。主要体现在四种企业类型上。一种是合作企业（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ｒｍ），大一点
的企业由地级市政府赞助，而小一点的企业则由低层级的政府，比如居民委员会赞助。企业家每
月支付所属的公共部门管理费，８０年代末管理费的标准是每月几百到一千。另一种企业是联营企
业（ｊｏｉｎｔｌｙ　ｒｕｎ　ｆｉｒｍ）：企业家提供一部分的起步资金、管理技能和市场联系，而公共部门则提供一
部分起步资金、商业地点和公共的注册。租赁（ｌｅａｓｅｄ）商业企业是第三种，即由企业家租赁的集体
企业，在８０年代末，租赁合同常常长达３到５年，上缴给上级单位的租赁费每月为一至三千。第四
种便是乡镇企业，这些往往是地方政府创设的制造型企业。企业家提供资本，农村政府提供场地、
人员和法律地位，官员作为管理者。瑑瑤 当时的这种政商关系就被学者形象地称为“地方政府统合主
义（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瑑瑥

正是这种统合主义，使得地方政府隐瞒地方收入的动机加大。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８年在国务院监督
下的调查发现，未被揭发的财政欺诈达到了１００亿元；至少一半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偷
税漏税行为，占到了国民收入的２％～３％；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８年，大概有４８６亿的税收没有被征
收，这等于同期中国财政赤字的８３％。瑑瑦 因此采取比例制的收入上缴方式，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并
不得随着真实的地方经济规模扩大而扩大。因此，中央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于１９８８年采取
了固定总额的地方收入上缴方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规模的扩大，这种方式依
然不能让中央政府及时有效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上涨。中央政府要以固定总额的收
入上缴方式来维持自己财政收入的成本日益提高。因此，中央政府由自己来征收财政收入变得迫
切了，这在中国地方政商关系日益从统合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实现。

１４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陈佳贵：《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２－２３页。

汪海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１０６－１０８页。

Ｄａｖｉｄ　Ｌ．Ｗａｎｋ：“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ａｒｙ，ｅｄ．Ａｎｄｒｅｗ
Ｇ．Ｗａｌｄｅ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ｅｔ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１６３．
Ｊｅａｎ　Ｃ．Ｏｉ：“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４５（１），１９９２，ｐｐ．９９－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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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型政商关系与９０年代上半期及之后的财政改革
进入９０年代以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大大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规模迅

速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中不同性质企业的构成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趋势是地方政府和
地方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逐渐弱化。这主要体现在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崛起，虽然地方政府仍
然发挥了一个支持以及吸引资本的作用，但到９０年代末这种作用已经逐步弱化。其次，地方国有
企业和集体企业在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改革，进一步剥离了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之间紧密的关系。
如果说９０年代早期是地方统合型政商关系走向自由型政商关系的开始，那么９０年代后期就可以
被看作是自由型政商关系对统合型的替代。
私营经济在１９９２年之后发展速度回升。全国个体工商户从１９９２年的１　５３４万户增加到了

２００１年的２　４３３万户，总产值从９２６．２亿元增加到了７　３２０亿元。瑑瑧 外资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
国利用外资以国际间接投资为主转变为直接投资为主，独资企业替代合资企业成为主导方式。

１９９１年投资额仅为１１０．０８亿元，随后一路上升，到２００１年时已经达到了４６８．７８亿元。瑑瑨 除了这
些增量的变化之外，原有的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在９０年代中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

１９９７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业部《关于我国乡镇企业情况和今后改革和发展意见的报
告》，明确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１５９万家乡村集体企业中９５％实行了各种形式
的产权制度改革，其中２０万家转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１３８万企业转成了个体私营企业。
混合型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乡镇企业的９０％以上。瑑瑩 对于国有企业，１９９５年９月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抓大放小的
改革思路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实践，意思是以包、租、卖，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国有企业，放开放
活小型国有企业，抓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而小型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而大
型集团型的产业往往是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图１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在９０年代中国企业结构的
变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年鉴》（工业企业单位数和总产值），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３７５页，４０７页。

　　　注：１９９５年国有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

图１　不同类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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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瑑瑩

陈佳贵：《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２页。

盛来运：《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利用外资情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２５４页。

甘士明：《中国乡镇企业３０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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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政商关系的变迁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策略。在８０年代末以广东、福建模式为主体的
地方大包干制度和统合型政商关系的影响下，中央政府获取所需财政收入付出的成本大大增加。这
使得中央政府开始转向自己征收的财政体制，即分税制。但是在这次税收体制改革的初期，由于中国
地方仍大体处于一个统合型的政商关系之下，所以这次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这种政商关系做了一个
妥协，即中央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而将所得税留给了地方。因为中央政府知道，在
统合型政商关系之下，要获取这些地方经济主体的所得信息是困难的。正如当时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坦言的那样：“他（朱镕基）当时讲的几句话很有道理：第一，现在中央企业、地方企业这么复杂，分配关
系很复杂，你三天两头算得清账吗？搞不清楚，做不到，不如先按隶属关系走，以后情况变化了，条件
成熟了再调整嘛！第二，个人所得税将来是个大的收入来源，你现在先交给地方，让它好好收，收多了
以后再收回来。现在把它共享了，这个钱就收不上来了。”瑒瑠而收增值税的原因是：“当时财政收入上
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减免税太多，谁都可以当家作主减免税……我当时想，有没有一种制度本身
就对减免税有限制的作用？经济学家跟我说，世界上就有现成制度，就是增值税。”瑒瑡这种情况随着中
国日益迈向地方自由型政商关系而改变。中国从９０年代中期通过企业改制逐渐剥离了地方政府和
地方企业的各种关系。２００１年，国税局利用计算机技术对税收管理进行了改革，将基层的税收管理
取消，集中到县和市，这实际上将基层政府庇护当地企业的能力进行了很大的削减。正是在地方政商
关系逐渐被削弱的改革趋势下，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所得税这个主体税收开始纳入中央的征收管辖之
内。瑒瑢 从２１世纪初开始，中央政府征收直接税的比例开始提高。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探究的问题是：在８０年代开始中国再次塑造现代国家机构、集中中央财力的过程之
中，为什么不同时期的财政策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有从历史制度和国家出发的解释都不能系
统地解释这个过程。要探讨中央财政策略的变迁，必须要考察中央政府所面对的利益集团力量。
在中国，利益集团并非仅仅是社会力量的集合，更是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集合。根据
地方商业力量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和性质，可以将其归纳成三类，即层级型政商关系、
统合型政商关系和自由型政商关系。不同的地方政商关系造就了中央政府不同时期财政政策的
基本特征。层级型政商关系使得比例型的财政上缴方式变得流行，即地方政府根据地方收入规模
上缴一定比例给中央政府。统合型政商关系使得总额型的财政上缴方式成为主导，即地方政府缴
纳由中央政府规定的固定数额给中央政府。而自由型的政商关系则使得中央政府面向社会经济
主体自己缴纳税收成为可能，地方政府和商业的关系越是疏离，中央政府越能征收直接税。需要
指出的是，每种具体财政政策的推行都有非常具体（ａｄ　ｈｏｃ）的原因，政商关系并不单独决定政策制
定和出台的特定时间，但是它决定了政策变迁的方向与政策制定后呈现出的特征。
本文的观点可以简化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和商业关系的变迁，使得

原来的中央财政政策变得不合适而出现了变革，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对我们审视制度变迁
有着新的启示。在解释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有两派相互对立的理论值得注意。一派是制度多样性
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制度之间是彼此匹配和相互构成的，所以制度变迁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或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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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瑒瑡

瑒瑢

马国川：《项怀城访谈录》，《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２９８页。

马国川：《项怀城访谈录》，《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０２页。
《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１〕３７号）中写到：“（一）关于所得税的征收管理。……自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新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的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
定。（二）关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处理。中央统一制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原则上由中央和地方按分享比例分别承担，但
改革方案实施前已出台的对中央企业先征后返政策清理后确需保留的，改革后仍由中央财政继续承担。各地不得自
行出台所得税优惠政策，否则，一经发现，将如数扣回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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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也是缓慢渐进的。第二派是实用建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的理论，其观点和制度多样性观
点完全相反，即认为一国的制度并不是相互协调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复杂集合体。在这个过程中，
主观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变得很重要，制度常常处于流动的过程中。瑒瑣 本文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这
两派理论的中和，即通过一个动态的过程将两个理论联系起来。一国制度是多元的，一个制度变
迁造成的社会利益分布的变化常常引起了其他制度的变迁。换句话说，从动态的角度看，多元制
度既是矛盾的又是互相构成的。
对于中国未来的财政政策改革，本文也有所启示。在国内社会要求社会公平呼声高涨的时代，财

政政策应该更加注意调节收入分配功能，而非原先的积聚资源功能。而中国要实施更具调节收入性
的财政政策，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要进一步弱化国家和商业之间的联系。中国在追赶其他国家的过
程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经济水平发挥到一定水平时，国家的角色就
需要及时调整，需要逐渐向管制型政府转变。这种角色的转变，将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自主性，避免
受部分利益集团的俘获。这样国家才能更为全面地考虑整体利益和社会发展。
本文采取了纵向比较历史研究方法来论证地方政商关系和中央财政策略之间的关系，但存在

很多不足。首先是地方政商关系的衡量。的确，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层级型、统合型和
自由型地方政商关系，相反各种政商关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在不同时期，某种特定的政
商关系会更加突出一点，这就需要更好地衡量。其次是对地方政商关系影响中央财政政策的机制
缺乏详细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目前档案资料的限制，有关具体财政政策决策过程资料
尚不详实，需要大量的访谈才能获得这部分资料。第三是需要考察一下理念在财政政策变迁中的
作用。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税收政策常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转向了直接由国企和地方政
府上缴收入的方式。这些做法和想法也直接影响了８０年代的财政安排。那么，究竟是理念决定了财
政安排，还是理念背后有着更加现实的考虑决定了财政安排，这需要进一步的考虑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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